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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三教可一”观及“中道”思想论说

○ 袁　刚,景　晶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儒家汉宋学术间有一段受佛、道冲击的严峻历史,隋出身儒宗门阀的王通

在儒学式微的逆势下,退居河汾续六经,企图匡复儒学.王通提出“三教可一”论,站在

儒家立场上学习和融通佛、道二教,受佛教“中道”思想影响,强调意识形态争斗中讲究

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其学说辑为«中说»,谥曰“文中子”,突出“中”字,其融通佛、道的思

路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文中子改造汉儒学风开创新经学,以心性讲经开一代风气,经

世致用使汉儒走向宋儒,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得以重新树立.文中子思想资料虽

因亡佚残存不多,但从其“三教可一论”及“中道”思想,仍可确认其为我国中古时代继往

开来承先启后的大思想家,是时代先驱者.
〔关键词〕«中说»;«中论»;«中庸»;允执厥中;三教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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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不但政治上纷扰动荡,思想上更是冲突与融汇

反复不断,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早已不再,不仅先秦道家、法家思想因

现实政治需要重新被提起,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更是泛滥如潮,对儒家的地位

提出严重挑战,并影响儒家思想内容的走向.公元５８９年隋灭陈,中国重新归于

大一统,但隋及唐统治者并没有重申儒家独尊,而是推行“三教并重”,且对佛(如
隋文帝、武则天)道(如唐太宗、唐玄宗)的优宠更胜于儒.面对儒门衰微局面,一
代儒宗王通“继绝学”、续六经,提出了“三教可一”论,其«中说»弘扬“中道”不走

极端,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教融合也逐渐成为事实.近年来学术

界对王通“三教可一”论多有研讨,〔１〕本文拟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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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特别是文中子以“弘中道”达致“三教可一”,可谓影响了隋唐以后的历史走

向,似有深入申论之必要,不足之处,还请学界大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一代儒宗王通的家世、生平和事业

王通(５８４－６１７)〔２〕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人,乃中古门阀世

家太原王氏传人.王通的弟弟王绩云:“吾周人也,本家于祁”.〔３〕据«文中子世

家»,王氏远祖王霸为汉徵君,“洁身不仕”,十八世祖王殷仕汉任云中太守,家于

祁,以«春秋»«周易»教育乡里,十四世祖王述著«春秋义统».太原王氏世以儒学

传家,是汉魏之际的士族大门阀.王通的九世祖王寓遭西晋愍怀之难,迁居江

左,其八世祖王罕、七世祖王秀均以学显于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家北方

以崔、卢、李、郑、王为大,王即为太原王氏.和其他著名门阀世家的经历不同,太
原王氏因永嘉之乱,随晋室南迁,侨居江左,但后来因南朝宋齐丧乱又回到北方,
出仕于北朝.王通的六世祖王玄则,仕南朝宋,历任太仆、国子博士,作«时变论»
六篇,其兄王玄谟则为刘宋将军.五世祖王焕为江州府君,作«五经决录»五篇.
四世祖王虬因萧齐代宋,于建元年间奔至北魏,任并州刺史,作«政大论»八篇.
三世祖王彦曾任同州刺史,作«政小论»八篇;祖父王一曾任济州刺史,作«皇极谠

义»九篇;父王隆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监博士待诏云龙门,承诏著«兴
衰要论»七篇.〔４〕王氏先祖在乱世著作不坠,但在学风上渐次摒弃汉儒注疏章句

之法,而更注重实际时政,讲究经世致用,论时变谠义,综合作文,而尤显其儒门

新风.
王通既出身儒门世宦,家学渊源深厚,自小耳熏目染,聪颖早慧,学养功深.

开皇九年(５８９),五岁王通随侍父侧,即有“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
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

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对答,父深感惊讶,遂告«元经»论史之事.开皇

十八年(５９８)后,王通四方拜儒求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
«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６０３),王
通成冠礼,慨然有救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稽古验

今,尊王道、推霸略,谈论天下之势有如运于指掌.文帝遂与公卿商议,公卿妒才

不悦,王通知谋不被用,遂作«东征之歌»而归.后崇信佛教的文帝复召,通不前

往.大业元年(６０５)隋炀帝再征,通以病患推辞.乃学晚年孔子退居河汾著述授

徒讲学,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

远而至受业者达千余人.大业十三年(６１７)卧病而终,门人私谥“文中子”.〔５〕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竭铭»记王通“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

州司户,辞不就列”.〔６〕蜀王杨秀乃隋文帝第四子,年纪很小就封蜀王坐镇西南约

二十年,长大后遭到二哥杨广谗害,被废为庶人.王通果真任职蜀王左右,则在

隋炀帝即位后,仕进前途已很暗淡,这或许是王通退居河汾的原由.蜀王杨秀废

后一直被囚禁,并没有机会反抗,其部下左右因而没有遭株连清洗,王通得以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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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逃过生死劫.但残酷的夺宫阴谋争战,也让他看到隋王道不修的惨景,因而始

终站在隋炀帝大业苛政的对立面,以在野之身立志于正礼乐行仁政的事业,如此

则其也只好归于“隐逸”状了.〔７〕然王通虽身不在朝廷,却心系天下安危,常哀叹

隋朝世风日下,听闻炀帝三征高丽,劳而无功,便知“祸自此始”,预见隋国祚不

久,有“平陈之后,龙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８〕的哀恸.政治上王通坚守儒家

仁德立场,一直是隋法家式苛暴之政的坚定反对者.
一代儒宗的王通在隋炀帝苛刻险峻的政治生态下“隐逸”,虽寿不及不惑,却

志存高远,在佛、老勃兴,儒门倍遭冷落的情势下,以匡复儒学为己任,其事业堪

称宏伟远大.弟子薛收记曰:“大业伊始,君子道消,达人远观,潜机独晓.步烟

岭,卧云溪,轩冕莫得而幹,罗网莫得而迨,时年二十二矣.以为卷怀不可以垂

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能避患,故讬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

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９〕学孔孟作圣人状,拟«论语»作«中说»,
“仿古作«六经»”,是“隋末大儒”.〔１０〕王通一生最大学术成就在«续六经»,可惜至

唐末已散佚无存.以王通之名流传至今的著作有两种:一为«元经»,一为«中
说»,均由北宋阮逸注释并刊行于世.宋本«元经»已被证为阮逸伪造,«中说»虽
涉及王通门人真伪考证问题,但所记王通言论基本属实.〔１１〕«中说»一书为王通

与其门人的对答语录,编写体例仿«论语»,由门人记录,其弟王凝和子王福畤编

纂,内容涉及续经宗旨、王道兴衰、礼乐教化、政教得失等多项主题,而其中“三教

可一”说,更久为人所讨论,这个观点与王通匡复儒学的大构想息息相关.王通

颇有弘道淑世之心,意欲以其学做应世之用,故而所著尤重儒学的务实效用,«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中说»归入“子部儒家类”.王通在思想史上被列为隋唐

儒学诸子,学者对其考述亦多偏重于儒学学术史的角度.
王通之学唐时或有传播,却几乎未载史册,关于王通的文献仅见于其家人、

门人与友人文章中.直至晚唐宋初时,这位忧患儒学传承并倡言儒家道统的先

贤,才又受到儒门重视.晚唐皮日休、司空图为文中子树碑立传,对其推崇备至,
或因其遭逢的时代与王通在隋末几乎相同,皆当礼崩乐坏、功费道衰之际,因而

能够深切领悟王通立教河汾的意义.柳宗元、李翱在思想上“援佛入儒”,柳宗元

认为对佛教不能一概排斥,应“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１２〕李翱«复性论»兼采

佛家“佛性”“本心”思想,都有赖“三教可一”论开其思想先河.至宋初文中子学

一度成为显学,然王通匡复儒学的意旨虽同于理学先贤,却从未被理学诸子认

可,也从未被纳入理学道统.明嘉靖九年(１５８０)礼部将王通增入从祀孔庙之列,
然清朝疑古思潮盛行,«中说»«元经»受到学者的普遍质疑,对王通及其思想的批

评也蜂拥而至.
近代学者对王通的研究多沿袭旧见,褒贬不一.梁启超对王通的指责尤为

激烈,“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

则隋末有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等皆攀认

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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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１３〕陈寅恪论及王

通也多存疑,称“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

信”.〔１４〕也有学者对王通及其著述真伪再作系统考证,如汪吟龙«文中子真伪汇

考»、王立中«文中子考信录»,皆证王通实有其人,肯定其思想价值.上世纪８０
年代,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宋人、清人对王通及其«中说»的质疑,渐被新的考证推

翻,王通的思想价值重被学者挖掘,其经学观、王道观及其与宋儒理学之关联等,
都引起学者的兴趣,“三教可一”观及“中道”论更是引发了新的思考与研究,赞赏

肯定的论调占了上风.

二、讲道统以儒为宗融通佛道二教

王通的儒门立场在历史上曾受到诟病,以儒为宗却又提出“三教可一”,古今

学者多有疑惑.前人对“三教可一”论进行分析时,大体都看到了王通以“共言九

流”的方式,兼容并包地处理儒、释、道三教关系.然而在界定儒、释、道三教时,
往往将学术流派与宗教信仰两个层面混杂而论,通常是笼统地把它们视作思想

文化主体来看待.故在论述儒、释、道三者关系时,未区分三教的学理和信仰两

个层面,未区分«中说»在讨论儒、释、道时的不同语境,笼统地进行解读,让人以

为王通欲将儒、释、道三家学说杂糅或同等.当然这也缘于«中说»在论述儒、佛、
道关系时,统用“三教”一词.为了更准确清晰地把握王通“三教可一”思想,有必

要区分«中说»论三教关系的两个层面———政教关系和学理层面.
我们先论其政教关系层面.三教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要理解“三教可一”命

题的内涵,需从三教关系的历史渊源说起.冯友兰先生论儒、释、道三教,认为

“所谓教,是教育或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１５〕,儒家不讲乱力怪神、彼岸世界,
孔子是先圣先师不是神,所以儒家不是宗教.无论儒、释、道是否可被纳入所谓

“宗教”的范畴,尤其是儒家,它的特征显然不能简单地让我们将它归于现代“宗
教”概念的框架,但这无法否认儒家作为意识形态,一直是汉代官方教化的正统

学说,而佛、道二教,至南北朝时,已有其较完备的经典、教团组织.教化为王政

之本,儒、释、道都有助益于教化,也都曾获统治者扶植或信奉,用之于治国理民.
儒、释、道都具备庞大的典册经书体系和一整套话语系统,在帝王面前飞短流长,
争辩座次,三教之争更多呈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所谓“争宠”,争为时用.
三教之争是政治之争,政治地位之争,准确地说是意识形态争夺.〔１６〕

先秦时期,佛教尚未传入,道教尚未产生,儒家与道家是作为两种思想学派

存在的.司马谈«论六家旨要»总结当时学术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儒家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序之别”为特征,道家学派的

特征是:“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
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初采黄老之学行清

净无为政治,乃是对秦行法家严酷政治的纠偏.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融儒、法、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说于一体,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纪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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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儒、法、道之争,可谓是治国路线之争,也是学术流派之争,各家思想路线虽

不尽相同,却大都不务虚而为时所用.但汉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兴起,道教形

成,被视为道家者流的玄学思潮,在魏晋之时一度主导了思想界,这也可看作是

对乱世衰世的无奈表现.东晋寇谦之与葛洪的宗教活动使道教体系更加完备,
“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这几百年间,是道教的宗教化时代,经过四百年的清整,道
教逐渐形成了它成熟而完整的系统”.〔１７〕而这四百年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且逐渐

渗入中国思想界之时,由此中国有了宗教之争,也有了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争

夺,儒、佛、道三教关系问题大致起始于汉末.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佛、道三教论争与融合的第一阶段,也是王通“三教

可一”论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王朝更迭频繁,三教与王朝统治往往存在着很紧

张的关系,佛、道思想落到信仰行动上,往往对社会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玄风清

谈成了士人追求的生活境界,神仙法术成了民众的心灵寄托,庙观兴建成了统治

者的功德象征.佛教在乱世得到某些帝王扶持,一时香火极盛,便开始排斥儒家

与道教,庙堂之上遂出现激烈的三教论争.儒者攻击佛教出家无父无君,不忠不

孝;道教徒斥责佛教为夷狄教,这其实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本质是统治权

力之争.然而,在一阵你死我活的倾轧争夺之后,都发现无法将敌手置于死地,
于是如何在共存共荣中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就成为三教特别是原先居于独尊

地位的儒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了.任继愈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道思想盛

行的时机.儒释道三教为争夺意识形态的统治权,进行着长期的斗争,同时又在

相互吸取对方的理论观点,走向融合之路”.作为儒学世家的王通,是一直坚持

儒家思想主导权的,“认为在三教之中,只有儒家思想能够成为统治思想”.〔１８〕据

«中说»记,温彦博问:“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穷也.”曰:
“何谓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余.”曰:“敢问道器.”子曰:“通变之谓道,执方之

谓器.”曰:“刘伶何人也?”子曰:“古之闭关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
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则吾不知也.”〔１９〕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

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 甚矣,人之无厌也!”〔２０〕这里王通对道家玄学一套很

是不屑,认为玄风清谈未能穷尽道理,更不能兼济天下;道教长生法术无助于道

德教化,反倒是助长了人的妄贪之心.«中说»又记,或问佛,子曰:“圣人也”.
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

胡,古之道也”.〔２１〕王通认为佛教西来不适应中国传统习俗,不能与本土文化完

全弥合.由此,佛教与道教均有弊端,均悖于儒家文化的伦理传统,叹息“道之不

胜时久矣!”〔２２〕

佛先有“祖统”说,唐韩愈始有儒家“道统”说.王通的著作言论虽未见“道
统”二字,但其言行观念中体现了道统观,即所谓“周孔王道”之延续.王通大讲

“道”“王道”“圣人之道”,就是一以贯之的周孔学说,是儒家道统,认为是治国经

邦的根本.作为儒学门阀世家,王氏家族绝不能容忍儒学因佛、道兴起而中衰中

绝,王通因而奋起捍卫儒家道统政统,在三教论衡中是始终坚守儒家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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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以儒为宗.王通虽坚守儒门道统,却并不主张直接废除掉佛、道二教.据

«中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
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２３〕这里“真君、建德之

事”,是指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声称自己是黄帝的

后裔,从道士寇谦之和亦崇道术的儒门崔浩之言,于太平真君五年(４４４)至七年

(４４６)毁佛像、灭沙门,造成佛门第一次大劫难.但太武帝一死,继位的文成帝拓

跋濬即再兴佛教;北周武帝宇文邕,曾多次召集儒、释、道三家名士讨论三教优

劣,终定儒教为先,于建德三年(５７３)下敕禁断佛、道二教,毁经像,令僧尼道士还

俗,寺庙充公.但宇文邕一死,继位的宣帝宇文赟复兴佛法更胜于前代.王通看

到了强制灭佛适得其反的教训,也看到了三教互斗不利于稳定统治秩序,要以史

为鉴另览政教关系新形式.
王通以儒为宗,决心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学说,恢复和重建王道政治,而要兴

儒学、明王道,就必须考虑与兴盛一时的佛教、道教如何相处,考虑政教关系的处

理问题.王通本着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三教可一”论.据«中说»记,子读«洪范

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

倦.”〔２４〕这里“使民不倦”语,出自«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
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即变通理法来教化民众,使民不知其所以

然,潜移默化、因势利导,而不宜顿革.王通虽然谨守儒家道统,但经乱世磨难,
更懂得变通,儒家王道出之于三代,虽然周孔道统核心价值不可变易,但形式是

可变易融通的,三代之法既难行,“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退而求其次的汉

政,也可谓王道之治,而“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世也”.〔２５〕王道之治的关

键在正礼乐、兴儒学,王通甚至认为:只要能行王道,则夷狄出身的君王也可入主

正统.
南北朝围绕着何方为中华正统曾争议不休,南称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

夷”,王通却能通融消解儒家夷夏之辨,他引据«诗经小雅四月»之“乱离瘼

矣,奚其适归”,来表达乱世人心归道思治之情.人或问王通:“«元经»之帝元魏,
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

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２６〕王氏是北方门阀世家,曾随晋

帝南渡,但南朝汉人政权却不思进取,非但不能北伐克定故都,反而偏安一隅腐

败不堪,“弃先王之礼乐”,王通因而认为:“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２７〕

丧失了华夏正统.而北魏孝文帝崇尚中华文物,迁都洛阳,制礼作乐,虽出于鲜

卑,却也能承续华夏正统.王通说:“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 中国之道不

坠,孝文之力也”.〔２８〕孝文汉化改革,明“中国之法”,虽较三代稍远,但“舍两汉将

安取制乎? 太和之政近雅矣!”〔２９〕这里“太和”即北魏孝文帝年号,鲜卑主改

元姓,效两汉礼法行王道,使生民有庇,虽出夷狄亦可称帝.王通这一说法破除

华夷界限,是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
王通对儒家«春秋»大义华夷之辨都能通融,对异教佛、道就也能融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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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加以排斥.他认为儒、佛、道各有所用,也各有缺失,皆可辅政佐时,其用

则在人主,得其人才能行其道,故不能将国家败亡归罪三教.他说:“«诗»«书»盛
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
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３０〕他主张统治者对三教应

兼收并蓄,以取长补短,他说:“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３１〕如此,则“三教可一”,可在一统天下同时存在,都可裨益治理,而
其关键则在于统治者如何运用.

经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战乱至隋统一,虽谓世道升平,但意识形态领域仍混沌

不堪.外来佛教这时已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拥有广大信众,僧侣教团已有左右

政局的巨大势力,隋朝推行“三教并重”政策,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

已动摇,道教与佛教已成长为能与之抗衡的思想体系.隋文帝之于三教是重佛

轻儒,晚年更是荒废儒术,开皇二十年(６００)十二月降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
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３２〕隋炀帝虽兴学崇儒,开创科举取

士制度,〔３３〕却也看重佛、道,他本人更研习«法华经»,扶植天台宗和三论宗,兴建

道场.炀帝竟放下身段,百般“延屈”天台智者大师智顗,让其为己行“菩萨戒”,
求得佛教界的政治拥戴,以巩固自己的统治.〔３４〕这时儒学在三教中实已处于弱

势地位,王通对佛、道的兴盛虽能理性看待,但对儒门衰微却很是揪心,常哀叹隋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作为儒门世族传人,王通承续祖业,自觉肩负起匡复儒学

的大任,他常以“宗周之介子”〔３５〕自居,企图挽回儒门颓势,兴王道,重振孔子之

学.仁寿三年(６０３)王通至长安上奏«太平十二策»,未被隋文帝赏用,叹:“甚矣,
王道难行也! 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

述焉,则以志其道也”.〔３６〕于是退居河汾著述,绍续六经,聚徒讲学,要继往开来,
申明王道,“以俟能者”.〔３７〕王通虽隐身在野却心志宏远,坚守周孔之道,“执古以

御今”,〔３８〕既胸怀当下更放眼未来,其所作所为就是要为儒家争正统争地位.王

通说:“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３９〕要以儒为宗,融汇佛道,使“太
极合德,神道并行”,〔４０〕为儒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由于儒家在当时处弱势地

位,佛教则如日中天,“三教可一”论首先是要争取与佛、道平等,其次才是寻机力

争儒学为上座,为此王通“一变经师章句传疏的讲学之风,而以追寻社会治乱人

生存在的终极大道为鹄的”,力求改变儒门学风,使儒学不致脱离现实太远,遭人

疏远.故“王氏家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植根于儒家经典,阐发道统要义而紧扣

经世致用这一主题”.〔４１〕朱熹说«文中子»“事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

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４２〕

王学于是被宋人誉之为“河汾道统”.

三、弘中道融会佛道至“三教可一”

南北朝时期的儒者往往拒绝接受和吸收佛、道思想,站在儒学立场上排斥攻

击佛、道二家,而“王通第一个明确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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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４３〕理性平等地看待异教.王通提出“三教可一”,显然是与其现实关怀与焦

虑分不开,本质上还是要为已陷式微的儒家争地位争道统.从学术思想传承层

面讲,自十六国时期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大量译经以来,至隋佛教经、律、论已初具

规模,天台宗法师智顗自制«百丈清规»,三论宗嘉祥大师吉藏讲经著论,都吸引

了大批士人及达官显贵研习.与王通同时代的沙门静琬,于幽州(今北京)房山

开始雕造石刻佛教大藏经,这一举动与王通退居河汾续«六经»同样高瞻远瞩,意
义重大,只不过一为儒家,一为释家,各为其宗.道教方面自东晋时就已开始收

集整理道书,南朝宋陆修静搜集编成丛书«三洞经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北周天

和五年(７０)玄都观道士上«玄都经目»,增入诸子论共六千三百六十三卷,〔４４〕至

唐代终于形成规模宏大的«道藏».儒家经典的收集整理传承早在西汉时代就受

到官方重视,历代经注虽然繁多,但陷入章句注疏形式主义,官方化的经学反而

失去了思想活力,并出现东晋梅赜献伪«古文尚书»之事.而道家玄学重思辨,佛
教、道教讲经注重社会效果,更具群众性,实际影响力很快超过了儒家.钱穆先

生称:“严格言之,南北朝、隋、唐,只是一个佛学时代.除却佛学,在思想史上更

不值得多说的”.〔４５〕周孔之道载于经学,王通要明王道非治经不可,他哀叹于隋

王道不行,儒门衰败,儒学思想日益僵化,面对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王通从大

业初年开始«续六经».王通张大儒业无须在经典收集上用力,而是要阐发儒家

经典的要义,其续«六经»重在扭转经注形式主义,恢复经传思想活力,他大胆借

鉴佛教讲经结合人生联系实际,反对脱离现实自话自说的经院哲学,主张经世致

用.虽然其续«六经»文本失传我们无法了解其经说内容,但从«中说»及其父祖

辈作«兴衰要论»«皇极谠义»来看,屡经世乱的儒门太原王氏在坚守儒学标杆的

同时更关注时政,纵论时变谠义,以求改变儒门僵化的学风,继往而开来,“企图

建立儒家新经学”.〔４６〕

然而在佛、道兴盛的隋朝,如果要兴儒学、明王道,就必须在学理层面处理佛

家与道家的思想.王通以儒为宗,但在对待其他学术流派时,并非一味否定,而
是强调“善述九流”.据«中说»,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

也,安得长者之言哉?”〔４７〕这里“史谈”是指司马谈,其«论六家旨要»有:“易大传: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
所从言之异路,直省不省耳”.〔４８〕“九流”除上列各家外,确切地说应是指班固«汉
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

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
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
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支.使其人遭明王圣

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
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 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

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４９〕为什么要“善述九流”呢? 文中子曰:
“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５０〕又“安得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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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 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５１〕子曰:“«诗»«书»
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
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５２〕王通认为:司马谈和班

固看到各家学术流派均有弊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因此不可尽废,故而赞

赏“善述九流”,以求通达,希望自己能得“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与之“通其变”,
讲论九流之学和政教的各个领域.

学术上的通达博雅,在学理层面王通必须处理与佛、道的关系,他在治经时,
常常强调要以“中道”为原则.据«中说»记,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

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
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５３〕又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以正道,于是乎见

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董常曰:“夫子

«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５４〕董常曰:“执小义妨大权,«春秋»«元经»之所罪

与?”子曰:“斯谓皇之不极.”〔５５〕由此可见,王通在续六经时,推崇的是“皇极”“中
道”,既符合正道又懂得变通,兼有常理和权宜,如此方可“一以贯之”;若纠结于

异同、小节处,便会妨碍大道,堕入“皇之不极”.«中说»记子读«洪范谠议»曰:
“三教于是乎可一矣.”〔５６〕«洪范谠议»即«皇极谠议»,为王通祖父安康献公所作,
内容虽不可考,但可大致推知是以解释皇极之义为核心的著作.“皇极”一词见

于«尚书洪范»,孔安国传为“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孔颖达

疏作“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当用大中之道’也”“顺天布政,则
得大中,故‘皇极’为五也”“‘皇极’居中者,总包上下,故传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是也.”〔５７〕由此,“皇极”即是“大中之道”,而“中道”也正是

王通匡复儒学大业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枢纽,王通在«中说»中反复诠释其义.
王通的弟弟王凝在研习«续书»时,感叹“«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

道之谓乎?”〔５８〕王通夸赞他懂得了«续书»之义,可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王

通看来就是“道”的表述,也是他续书的宗旨.他自己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言道之难进也.”〔５９〕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

字所包含的正是“中道”思想.«论语尧曰»篇有:“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

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子注:“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
中者,无过不及之名”.〔６０〕«尚书大禹谟»篇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连用,孔安国传为:“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戒以精一,信执

其中”;孔颖达疏作:“人心为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

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

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６１〕由此,“明道

安民”之本在于“中道”,而王通续六经、明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是他自己所

说:“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６２〕宋人阮逸

在«文中子中说序»中,将王通“中”的含义表述为“大哉,中之为义! 在«易»为二

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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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

也.”〔６３〕阮逸从«易»«春秋»«书»«礼»分别解释了“中”,虽名称各异,但实质却同,
“中”的根本特征在于既不流于虚无,又不拘于器用,既会依据情况不断变化,又
不失其中的义理.王通读«洪范谠议»,明达“中道”,继而发出“三教可一”的感

叹.
在学理层面,王通看到了玄风清谈起而晋室乱的根源不在于道家思想,斋戒

佛法兴而梁国亡的根源也不在于佛理本身,并未将王道兴衰归罪于老庄、释迦,
而是主张以“中道”为原则,以儒为宗,融铸百家,要本着“中道”原则,化佛、道为

儒所用,即所谓的“三教可一”.王通“三教可一”在学理层面就体现为对佛家、道
家思想的适当吸取,“正因为王通有高远的精神境界、道术修养,所以能对诸子百

家,甚至释、道两教毫无畛域之见,未尝自我设限,局于一隅”,〔６４〕在«中说»的文

本中,可以看到王通融会贯通,对道家思想皆有所吸取,如子曰:“和大怨者必有

余怨,忘大乐者必有余乐,天之道也”〔６５〕;子曰:“仁生于歉,义生于丰,故富而教

之,斯易也.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
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章,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

爱敬,上如标枝,下如野鹿.何哉? 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６６〕子曰:“化至九

变,王道其明乎? 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６７〕子曰:“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

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
哉!”〔６８〕可见,王通“三教可一”思想落实到学理层面,即指不能偏执于打击佛家、
道家,而要本着“中道”原则,以儒为宗、博采众长、化为我用,这样方可做到有本

有原、疏通知远,才终能匡复儒学.
从佛教方面来讲,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之始,佛教就遭到中国固有思想文化

的阻击,为了在中华大地扎根,不得不吸收儒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内容,在佛教

经典翻译时,曾大量参照儒、道概念与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由于儒家的官学

地位,道教或佛教往往设法与儒家调和,利用儒家学说来论证自己思想的合理

性,三教关系常被化作两教来处理,于是常出现折中、调和三教或二教的尝试.
如东晋孙绰在«喻道论»里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

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

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
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６９〕其意在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强调二者宗旨

是一致的.南齐张融在«门律»里提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

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其犹乐之,不沿不隔”〔７０〕,这是调和佛、道异处.由于

儒家的强势地位,这时三教融合的提法几乎都出自佛、道,是为了捍卫佛教与道

教的地位.中世纪三教争衡,儒佛争辩虽烈,但二者均能秉持中道,相对而言较

能互相通融,佛道之间则常形如水火.“三武灭佛”背景复杂,虽也有儒者参与其

间,但道教一旦得势,则必置佛教于死地,如天师道徒崔浩与寇谦之劝北魏太武

帝灭佛,道士赵归真鼓捣唐武宗毁佛.〔７１〕然每次佛灭后都很快劫后复生,佛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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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更大同情更大发展,王通就看到了佛教思想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了佛教在

中华大地广为传播的社会基础,看到了中道思想的普适性.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徒早于儒家发现了中庸之道的价值.陈寅恪先生认为:

天台宗在佛教宗派中最富“道教意义”,意即最早中国化,北宋僧智圆在司马光作

中庸广义之前,“提倡中庸,甚至于僧徒而号中庸子”.〔７２〕余英时教授在此论基础

上,将时间推前,发现«中庸»的“流传似与南北朝以来”佛、道教徒的关系“最为密

切”;“«中庸»最早受到重视是出于佛教徒‘格义’或新道家‘清谈’的需要”.到晚

唐“李翱所读«中庸»,大概也来自佛教徒所传的系统”,致有僧徒号称“中庸

子”.〔７３〕余英时教授提到南朝宋“与道家、佛教都有交涉的”戴颗曾注«礼记中

庸篇»,〔７４〕又提到周一良教授注意到佞佛皇帝梁武帝有«中庸讲疏».〔７５〕也就是

说,早在王通之前的南朝宋、齐、梁、陈时代,中庸之道就已受到佛教界的关注,而
汉魏以来儒家经师却对«礼记中庸»长期缺乏兴趣,晚唐宋初因缘佛徒才获儒

者追捧.
隋朝时王通大讲“中道”“中庸”,应是受到此前佛教徒大讲“中道”的启发,

“中观派是佛教‘中道’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和最有代表性的派别中观派对‘中
道’观念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纠正«般若经»的某些叙述中存在的‘偏空’倾向,进
一步强调‘沤和’或‘方便’,另一方面表现在它把‘中道’的观念真正上升到普遍

的思想指导原则或方法的高度上.”〔７６〕自鸠摩罗什翻译了龙树的«中论»«十二门

论»以及提婆的«百论»(统称“三论”),“诸说中第一”的中观派思想开始在中土佛

教界兴盛起来.鸠摩罗什的弟子道生、道融、昙影、僧叡、僧肇等都对此有不同的

注解.“会通二谛”的昙影作«中论序»有:“以真谛故无有,俗谛故无无.真故无

有,则虽无而有;俗故无无,则虽有而无.虽有而无,则不累于有.虽无而有,则
不滞于无.不滞于无,则断灭见息,不存于有,则常等冰消.寂此诸边,故名曰

中.”〔７７〕僧叡亦作«中论序»:“以中为名者,照其实也;以论为称者,尽其言也.实

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释不尽,故假论以名之.”〔７８〕“解空第一”的僧肇在

其«不真空论»里“引教证空”,通过解«大智度论»的“诸法亦非有相,亦非无相”,
及«中论»的“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阐释“性莫之易,故虽无而有;物莫之

逆,故虽有而无”〔７９〕的不著两边的中道观.梁武帝时僧朗将罗什和僧肇“性空”
理论传到了南方,僧诠、慧令等都受教于他;僧诠的弟子法朗在陈武帝时奉敕入

京,弘扬“四论”(“三论”另加龙树的«大智度论»),听众常达千人,而吉藏便是他

二十五哲弟子之一.吉藏于隋朝大业二年奉命居扬州的慧日寺,自此起始著«三
论玄义»,后移居长安的慧严寺,而此时正是王通退居河汾著述授徒讲学之

始.〔８０〕作为三论宗嘉祥大师,吉藏将“八不”和“二谛”归于“中道”“即二谛是中

道,既以二谛为宗,即是中道为宗.所以然者,还就二谛以明中道,故有世谛中

道、真谛中道、非真非俗中道.”〔８１〕他提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

论»这四论虽因互有侧重、互相开避,而立名不同,但皆是依其教法而立名,“若通

而为言,四论通显中道,理、实并得,就理立名”.〔８２〕吉藏还进一步阐发了“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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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随义对缘而展现的多种含义,包括“一道清净”“二谛辨中”“二谛中及非真非

俗中”“对偏中、尽偏中、绝待中、成假中”,〔８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

说法,同时还批驳了外道、毗昙、成实和大执对“中”的误读.
王通以“弘中道”来融通佛、道,达致“三教可一”,是很有意义的思想.三教

论争最激烈的南北朝隋唐,也是三教融合最重要的时代,外来佛教深刻的思辨说

理能力,对儒学既形成巨大冲击,也逐渐改变儒家死板的经院哲学.汉儒体系因

官学地位而固步自封,其对宇宙与人的形上思路未能探幽寻微,缺少严密的思

辨,不免受到玄学、佛学的攻击,王通是第一个提出在学理层面向佛、道学习的大

儒.在政治治理的关系上对待道教、佛教也应如此,不能机械地排斥佛教、道教,
而应通过“三教可一”,首先在学理层面增强儒学的思辨性,丰富儒家思想的内

涵,恢复儒家经典的生命力,以便能够有效地与佛、道二家抗衡.王通的弟弟王

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不但承认了三教并行,而且主张三教合流了”.〔８４〕宋代理

学家陆九渊说:“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

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

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向之者,盖在彼而不

在此也”.〔８５〕王通要“浑三家之学”,提出“三教可一”论,但没有明确“三教归儒”,
没有强调儒家上座正统,宋儒认为遂使佛、道“与儒学鼎列于天下”,而加以批评.
朱熹也说:“«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说治乱处与其他好处极多,但向上事只

是老、释,如言非老庄、释迦之罪,并说若云云处”.〔８６〕将释、老在唐朝的兴盛归之

于王通抵制不力.其实,王通处于儒门弱势时代,他即使想为儒家争正统争上

座,也只能是“以俟来者”,他“三教可一”论也并未在隋唐之时发挥实质性指导作

用,宋儒对文中子期望太高,隋和宋不一样,儒、佛地位正好是颠倒的.即使«中
说»所展现的思想,也有如朱子所言“规模狭浅”,〔８７〕对本原问题缺乏深入讨论.
王通虽提出了“三教可一”,但仅考察«中说»,无法看到他在治经中真正地做到

“援佛入儒”,他自己也并未明确提出该主张.在三教并行中王通是有所偏重的,
他要使“儒教”逐渐地取得优势,这自然有助于在政教关系上解决“政出多门”的
问题,自然也有利于有效地压制佛、道二教,但王通不急,不求以极端手断马上扶

正儒家地位,而是弘中道渐进地融通佛、道二教,在学理上建立儒学的制高点,从
而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引领民众回归到儒家的信仰体系”,逐渐恢复儒家思想

的统治地位.〔８８〕

王通提出了“穷理尽性”“允执厥中”“心迹之判”这样一些命题,但并未像宋

明理学家那样深入分析,他注重经世致用,但缺少细微深刻的形上论证,正如朱

子所言:“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者,如前日所论王通便是.看他于己分

上亦甚饬,其论为治本末,亦有条理,甚有志于斯世.只是规模浅狭,不曾在本原

上著功,便做不徹”.〔８９〕儒家思想面临佛老学说冲击,该如何建构自己的哲理思

辨系统,该如何做到从学理层面真正吸收佛学、道家的思想,这要到两百年后晚

唐柳宗元、李翱在思想上“以儒统佛”“援佛入儒”,宋明理学深入佛道壁垒,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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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而建构高于佛老的理学道学与心学两大学术体系,才真正实现了匡复儒学

的重任.但我们也应看到王通提出的“三教可一”论,对晚唐思想和宋明理学有

一定启示作用.朱熹有云:“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

事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

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于大体处有所欠缺,所
以如此! 如更晓得高处一著,那里得来! 只细看他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
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９０〕王阳明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

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９１〕宋明理学头面人

物朱熹、王阳明对王通评价都很高,承认其学的思想启发意义.王通吸取佛、道
经说内容与形式,一反汉儒繁琐的经注与魏晋玄学的空疏,以义理解经,以心性

解经,讲究融通和实用,开风气之先,可谓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王通续经若

按汉儒方法,“累世专攻一经”,短短九年时间是一经也无法续就的,何况有六经.
其方法就是融通综合,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思想本质上极富调和融会统一集大

成之精神,长于综合,长于历代性的条贯说明”.〔９２〕王通在河汾续六经就是

这样做的.可惜适逢乱世生命短暂,工作只开了个头,到唐末宋初后来者才又接

着做下去.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深入佛、道壁垒,尽取其精华而建构高于佛、老
的道学与心学体系,某种程度上讲应是受启示于文中子.如程颐说王通:“隐德

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

及也.”〔９３〕北宋程颐吸收佛教华严宗说,提出“万理归于一理”,通过坐禅入定,使
人心与天理合一.〔９４〕自此三教一主二辅共同建构王朝政教的模式得以固定化,
共同来构筑王朝意识形态,儒者高踞庙堂稳坐中军帐,而佛、道亦不废,这应该就

是王通“三教可一”论的最高境界.

四、结　语

有学者指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思想消沉的时代,这一个时代之中,并
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人,然其思想大都不脱汉人的科臼,直到两宋之世,而中国

的政治思想才又发出万丈的光焰”.〔９５〕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儒家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失去了思想活力,虽居官学地位,却被在民间扎根的佛教、道教冲击得七

零八落,从而丧失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隋朝时儒学可谓跌入了谷底.隋唐奉行

“三教并重”,儒家地位实为垫底,逆境中王通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儒家争话语权的

思想家,出身儒宗门阀世家的王通看到了儒门汉学的弊病,非但不拒斥佛、道学

说,反而吸收异教思想,讲中道融通三教,提出“三教可一”论,而又不失儒家立

场,改造儒家恢复儒家的思想活力,夺回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王通为“后来柳

宗元吸取佛教思想的主张和宋明理学对佛道一教思想资料的吸收开了先河,为
儒学的改造和振兴指明了方向”,〔９６〕是宋明理学的先行者和思想先驱.晚唐思

想家和宋明理学家正是在执行吸收佛、道二家精髓的思想路线后,完成了改造儒

学的任务,大大增强了儒学的生命力,宋以后佛、道二教衰落而理学兴盛,儒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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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坐稳意识形态高位乃大势所趋.文中子王通是中国汉宋学术承前启后的先驱

人物,是中古时代思想界由混沌走向清明的关键性大思想家.

注释:
〔１〕专著: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此书在考证王通生平及«中说»基

础上,对王通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作考察,简要总结了«中说»关于“三教可一”的思想,指出王通并未明

确提出“三教归儒”,他还只停步于“可一”而非“合一”.李小成:«文中子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总结近几十年来对王通生平家世及«中说»«元经»的考证研究成果,指出王通经学思想的重要性.学界研

究多从思想史角度分析,诸多中国思想史专著都列专章论述王通,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

卷»,将王通的思想概括为“新经学”,阐述了其“民族融合与三教统一”思想,认为王通要基于“惟变所适,

惟义所在”的“三教可一”,是要构成一个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统一思想体系.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

国儒学史»系列,其中陈启智撰写«隋唐卷»第二章“河汾之学的兴起”,从王道论、天人论、通变论、心性论、

义利论和三教论六个方面勾勒了王通的思想,其中三教论谈及了王通倡导儒释道圆融利于政治教化,强

调“可一”是一致之意,而不是合一.许凌云撰«中国儒学史隋唐卷»第二章“隋代儒学的初步统一”,阐

述王通“援佛入儒”“三教可一”思想,提出王通“三教可一”思想基于两点:三教皆不可废与三教皆有缺陷,

三教应互相取长补短走向合流,积极发挥教化和维护统治.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张分田

撰写的«隋唐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批判思想»一章中,介绍了王通兴王道、正礼乐思想,提出王通“三教可

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本人的思维模式上,他的哲学思维有佛家唯识论因素,政治思维又受道家影响.另

有一些思想史专著,或关注王通的文学思想价值(如谢无量«中国文学史»,曾毅«中国文学史»,罗宗强«隋

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龚鹏程«唐代思潮»);或分析王通的教育思想(毛礼

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史»);或介绍王通的法律思想(如

杨鹤皋«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倪正茂«隋律研究»),等等.相关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王通

文本和生平考证.如:邓小军:«隋书不载王通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陈启智:«王通生

平著述考»,«东岳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６期.(二)王通思想史.如:尹协理与魏明:«论王通的伦理思想»,«浙

江学刊»１９８６年３期;刘宽亮、卢庆芬:«论王通的思想特质»,«晋阳学刊»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周庆义:«王通思

想简论»,«齐鲁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６期;张沛:«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晋阳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６
期;钟永兴:«王通“中道思想”与“三教可一说”之商榷»,«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１年第３８卷第６期,提出“三教

可一说”是王通的缓衡策略,但也正因为此,淡化了儒家思想面临佛老学说时该建构的哲理思辨,无法从

为释老之惑提供一个完备的终极答案,只能以权变做到政治策略上的保守处理;王彬、王美力:«王通“三

教可一”思想简论»,«学理论»２０１３年第９期,介绍王通兼容并蓄,不偏执一说地融合儒释道三教关系.

(三)王通经学.如:李小成:«文中子‹礼论›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５期;李建军:«王通春秋

学考述»,«西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四)王通研究史.如:郭畑:«宋儒对于王通续经的不同评价及

其原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李小成:«文中子研究述论»,«唐都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另外,亦有专门研究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论文,如:杨云:«抉择与会通———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硕士论文.“立场的抉择”是指王通的儒家立场,“会通”是指通过“共言九流”的方

式而达到“使民不倦”的儒释道会通目的.

〔２〕一说王通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５８０年),详见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王通的生平»一节对此

的考证.更多关于王通生平的考证分歧见李小成«文中子考论»一书.

〔３〕王绩:«游北山赋序»,«文苑英华»(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４４２页.

〔４〕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说校注»,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６页.

〔５〕关于王通生平,大致依照杜淹«文中子世家».根据尹协理、魏明«王通的生平»考证,期中不乏不

实之处,如王通之子王福畤为抬高王通地位,塑造王通早年即有不仕之志的形象,在«世家»中把王通出任

蜀郡之事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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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全唐文»(卷一三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３８、１３３８页.

〔７〕关于蜀王杨秀被废,隋仁寿中夺嫡争战事,可参阅袁刚:«隋炀帝传»(第三章第四节),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８〕〔２５〕〔３７〕«中说校注»卷十«关朗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２５６、２５０页.

〔１０〕«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王绩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５９４页.

〔１１〕关于«元经»«中说»的真伪问题,见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中说真伪考»«王通的著作»两节.

有关王通门人真伪问题,按照«中说真伪考»一文,魏征、房玄龄、王珪、李靖、杜如晦、陈叔达等人都不可能

是王通的门人,但根据汤一介、李中华编著的«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中«河汾之学的兴起»一章对“门人与

弟子”的界定,认为«中说»将魏征、房玄龄、王珪、李靖、杜如晦、陈叔达等人“统称门人,非但无僭妄之嫌、

反有自谦之意”.

〔１２〕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６７１页.

〔１３〕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４页.

〔１４〕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从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３２页.

〔１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四章第一节«所谓儒、释、道三教»,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８页.

〔１６〕任继愈先生即认为三教之争是“争夺意识形态统治权”,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

卷»之«儒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４页.

〔１７〕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４０页.

〔１８〕〔４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之«儒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４、２７
页.

〔１９〕〔２１〕〔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４７〕〔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６２〕«中说校注»卷四«周公篇»,阮逸注,张沛校,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９８、１１４、１０７、１３３－１３４、１１３、１０２、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２、１１３、２１、１２１页.

〔２０〕〔３８〕«中说校注»卷六«礼乐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２、１５６页.

〔２２〕〔３６〕〔４０〕〔６７〕«中说校注»卷一«王道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４、２７、

２０页.

〔２３〕〔２４〕〔５６〕〔５８〕〔５９〕«中说校注»卷五«问易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４、

１３５、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２页.

〔２６〕〔２７〕«中说校注»卷七«述史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１、１８３页.

〔３２〕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一«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４５页.

〔３３〕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０２页.

〔３４〕袁刚:«晋王杨广和天台智者大师»,«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３５〕〔５４〕〔５５〕〔６８〕«中说校注»卷八«魏相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８、２０６、

２０７、２２２页.

〔３９〕«中说校注»卷二«天地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６９页.

〔４１〕〔６４〕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隋唐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３、２０７页.

〔４２〕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战国汉唐诸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５６页.

〔４３〕〔９６〕尹协理、魏明:«王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１、１４１页.

〔４４〕甄鸾:«笑道论»,«广弘明集»(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２册),No．２１０３,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４５〕钱穆:«中国思想史»之二五«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５页.

〔４８〕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３２８８页.

〔４９〕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４６页.

〔５７〕«尚书正义»卷十一«洪范»,孔安国传,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５０页.

〔６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３页.

〔６１〕«尚书正义»卷四«大禹谟»,孔安国传,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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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中说校注»之«文中子中说序»,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１页.

〔６５〕〔６６〕«中说校注»卷九«立命篇»,阮逸注,张沛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４２、２３８页.

〔６９〕«弘明集校笺»卷三«孙绰喻道论»,僧祐撰,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１页.

〔７０〕«弘明集校笺»卷六«张融门律»,僧祐撰,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５页.

〔７１〕会昌毁佛有寺院经济侵蚀国用背景.具有与王通一样家世的宰相李德裕,是北方儒宗门阀崔、

卢、李、郑、王中的赵郡李氏,世代官冕,门荫入仕.李德裕主持毁佛是政治改革,但唐武宗崇道,听信道士

赵归真,使之对佛教及景教、祅教、明教等一切外来宗教下狠手,最后竟因吃赵进长生不死丹药而崩.而

继位的唐宣宗信佛,一即位就恢复了佛教.袁刚:«会昌毁佛和李德裕的政治改革»,«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年

第４期.

〔７２〕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

２８４页.

〔７３〕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８５－８６页.

〔７４〕“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

然.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沈约:«宋书»卷九十三«隐逸戴颙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第２２７６页.

〔７５〕“虽万机多务,犹卷不缀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

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

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９６页.又«隋书»卷

三十二«经籍志一»列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或为臣下所记梁武帝讲中庸笔记.见周一良:«论梁武帝

及其时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７６〕姚卫群:«佛教的“中道”观念及其思想渊源»,«佛教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６９页.

〔７７〕〔７８〕«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４０２、４００页.

〔７９〕«肇论校释»之«不真空论第二»,僧肇撰,张春波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４６－４８页.

〔８０〕第一章已提到“大业元年隋炀帝再征,通以病患推辞.”

〔８１〕〔８２〕«三论玄义校释»,吉藏撰,韩廷杰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４、１９５页.

〔８３〕“对偏中者,对大小学人断常偏病.”“尽偏中者,大小学人有于断常偏病,则不成中,偏病若尽,则

名为中.”“绝待中者,本对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成假中者,有无为假,非有非无为中,由

非有非无,故说有无.”«三论玄义校释»,吉藏撰,韩廷杰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８４〕〔８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隋唐佛学向宋明道学的过渡»,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３、２８３页.

〔８５〕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９页.

〔８６〕〔９０〕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战国汉唐诸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６７、３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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